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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揭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时空演变特征与关键驱动过程，对生态空间的科学管理和资源的高效配

置具有重要意义。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通过供需矩阵法测度 2000 年和 2015 年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利

用供需匹配度指数分析供需关系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量化影响因子的作用强度，揭示各因素对生

态系统服务供需影响的空间分异特征。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上供需处于盈余状态，但供需关系趋于紧张；

供需匹配度呈现北低南高的分布格局，供需赤字区域主要集中在上海、苏南、杭州湾，供需盈余地区主要集中在皖

南、浙西和浙南；年平均气温、年降雨量、建设用地比例、耕地比例、GDP 和人口密度等因子对供需关系具有显著

影响，其作用关系和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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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生态系统结构不断发生重构，进而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日益加剧[1,2,3]。2019 年，《全球

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指出，迄今为止全球 75%的陆地环境受人类活动影响而发生严重改变，绝大多数生态系统

服务功能迅速下降[4]。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共同构成生态系统服务从自然生态系统流向人类社会系统的动态过程[5]。生态

系统服务供需关系是有效反映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与自然生态本底是否能够协调发展的重要表征[6]。随着区域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国土空间的高强度开发，生态本底不断遭到破坏，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大幅缩减，而人们对于良好人居环境的需求与日俱增，从

而导致供需关系愈发紧张，严重影响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福祉[7]。如果仅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角度进行管理和优化，而忽

视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将难以实现区域生态系统的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发展[8]。对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

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有助于明晰城市群内部各区域之间自然生态本底与人居环境需求之间的关联，可为城市群制定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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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管理策略，为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MEA）提出以来
[9]
，国内外学者针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集中关注生态系统

服务供给与需求的量化、不同时空尺度下供需匹配关系和供需关系的演变过程等方面，且多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估算[7,10]、

专家经验判别[11,12]、模型模拟[13,14,15]等方法为支撑，开展支持、调节、供给和文化等生态系统服务供需数量和空间特征分析，并

利用供需比、供给率、供需协调度等相关指标评估供需关系[16,17,18]。总体来看，以往研究在理论、方法及实践方面进行了大量的

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以往研究多侧重于某种具体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涉及综合服务研究较为不

足[19]，且聚焦某一时间点的供需关系研究较多，在供需关系时空演变方面的研究较少。另外，当前研究多注重对生态系统服务与

多种驱动因素作用关系的定性分析[20,21]，虽有部分研究利用定量分析方法探究不同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但多从供给侧视

角出发
[22,23,24]

，缺乏供需视角下生态系统服务与多种因素内在联系的定量研究，难以明晰供需关系在多因素作用下的动态演变过

程与内在机理。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出现了水土流失、大气污染、水体污染

等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其根本原因是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双方严重失衡。以高质量发展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建设，迫切需要探究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及其影响机理。基于此，本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探究 2000—2015年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状

况，明晰供需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揭示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土地利用和社会经济等自然与人类活动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

关系演变的影响，为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高区域生态系统可持续能力，促进人类福祉提升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与数据 

依据国务院批复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长三角城市群范围包括上海市、南京市、杭州市、合肥市等 26 个城市

（图 1），土地面积约为 21.17km2，占国土总面积的2.2%。长三角城市群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地貌类型北部以平原为主，南

部以丘陵为主。2020 年，长三角城市群 26个城市GDP 总额达到 205106亿元，占全国 GDP 的 20.19%。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

生态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矛盾日益显著，严重制约长三角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如何扭转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失

衡，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系统和谐共生发展是当前长三角城市群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图 1研究区位置示意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包括：①土地利用数据（2000年和2015年），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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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空间分辨率为 30m。②地形数据，采用数字高程模型（DEM），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空间分

辨率为 30m。③气象数据，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http://data.cma.cn/）所提供的逐年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空间插值数据

集，空间分辨率为 1km。④长三角城市群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 2001 年和 2016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以及长三角城市群 26市的统计年鉴。 

2 研究方法 

2.1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测算 

针对长三角城市群的自然生态本底与社会发展对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特点，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采用 Burkhard等
[11]

提出的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评价矩阵法，从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个方面对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和需求量进行

测算。 

在原始供需测算矩阵的基础上，本研究邀请了对研究区的自然及社会环境非常了解，并且具有景观生态学和地理学学科背

景的 6 位专家，针对 6 类用地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水平进行评分，对原始供需矩阵进行调整。供需水平分值在 0～5 之间，0

分表示无供给或无需求，5 分表示最大供给量或最大需求量，分值越大，供给能力/需求水平越高。在此基础上形成针对研究区

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矩阵和需求矩阵。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矩阵确定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所提供的特定服务的能力，而需求矩阵

反映了特定土地利用类型对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依据供给和需求矩阵对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进行测度。 

2.2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供需匹配度（SDI）刻画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匹配状况，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SDI 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度；ESs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ESD为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量。SDI>0 表示供给大于需求，

即盈余状态；SDI=0 表示供给等于需求，即供需平衡状态；SDI<0 表示供给小于需求，即赤字状态。 

在供需匹配度测算的基础上，本文利用 Moran’sI 指数分析供需匹配度全局自相关性，从而从全局层面衡量空间关联性和

变异性。Moran’sI 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Moran’sI>0表示空间正相关性，其值越大，空间相关性越显著；Moran’sI<0 表

示空间负相关性，其值越小，空间差异越大；Moran’sI=0，表明空间呈随机性分布。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可反映空间上某一研究单元的属性值同其邻接单元上同一属性值的相关和空间聚集程度[25]。本文借助

局部自相关指数（LISA）识别具有统计显著性的高—高聚集区、低—低聚集区、高—低聚集区、低—高聚集区的空间聚类模式，

揭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度的空间集聚分布格局演化趋势。 

2.3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影响因素分析 

综合考虑长三角城市群的自然现状、发展特点以及数据的可获取性，结合自然和人类活动影响，在县域尺度上，选取 8个潜

在影响因子，分别为坡度、年降雨量、年均气温、林地比例、耕地比例、建设用地比例、单位面积GDP、人口密度。为避免影响

因子的多重共线性和冗余问题，本研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模型，通过选取方差膨胀因子（VIF）和显著性 P值来筛

选关键影响因素。 



 

 4 

在关键影响因素筛选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不同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度作用关系的空

间分布情况。不同于传统的回归模型，GWR 模型将空间位置融入模型中，考虑了不同空间位置指标对回归结果的影响，能够充分

展现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在不同空间地理位置的分布特征，从而有效解决了传统回归模型无法揭示回归系数空间异

质性的问题[26]，公式为： 

 

式中：yi是空间位置 i上的因变量（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度）；(μi,νi)是空间位置 i的坐标；xik是第 k个解释变量在空

间位置 i上的值；β0(μi,νi)为空间位置 i处的空间截距；βk(μi,νi)是第 k个解释变量在空间位置 i上的回归系数，采用加

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局部估算；εi是残差。应用 GWR 模型首先要确定空间权重矩阵和带宽，在本研究中空间权重矩阵通过高斯函

数确定，而最优带宽则依据赤池信息准则（AIC）法获得，当 AIC 值最小时带宽最优。本文利用 ArcGIS10.5 空间统计工具中的

GWR 模块进行计算。 

3 结果与分析 

3.1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特征 

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专家评估矩阵法对长三角城市群供给服务、调节服务、文化服务的供给和需求进行估算。2000 年和

2015 年，长三角城市群供给、调节和文化服务的总供给均大于总需求。基于 ArcGIS空间分析模块，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对估算

结果单元进行输出，得到长三角城市群供给和需求的时空分布格局。 

3.1.1 生态系统服务供给 

总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供给服务的总供给量呈现持续减少趋势，由 2000 年的 1.067×108减少到 2015 年的 0.995×108。

研究区中的最大平均供给量位于苏州市的吴中区，供给量由 2000 年的 8.204 减少到 2015 年的 7.687。而研究单元中的最小平均

供给量位于上海市区，其供给量由 2000 年的 0.588减少到2015 年的 0.584。长三角城市群供给服务供给量的空间格局具有较明

显的区域分异性，总体上呈现南低北高的趋势。其中，供给高值区主要分布于农田较为集中的长三角城市群北部地区，而低值区

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南部地区。2000—2015 年，供给服务供给量增加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大丰市、东台市、射阳县和岱山县，

其中，大丰市所增加的平均供给量最大，为 0.118。大部分地区的供给服务供给量则呈现降低趋势，苏州市区供给服务的平均供

给量减少最为明显，为 2.487（图 2）。 

长三角城市群调节服务的总供给量表现为降低趋势，由 2000 年的 2.401×108降低至 2015 年的 2.311×108。由于城镇化的

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导致生态用地面积不断缩减，从而减弱了区域调节服务功能。图 2表明各县域调节服务

供给量差异显著，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调节服务供给量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南部林地资源较为集中的区域，其

中杭州市临安区调节服务的平均供给量在 2000年和 2015 年均为最高，分别是 21.368 和 21.235，而供给量的低值区主要集中在

长三角城市群的北部地区，其中上海市区的供给量最低，分别为 0.531 和 0.529。2000—2015 年，调节服务供给量增加的地区为

池州市石台县，其中，苏州市区的调节服务供给量减少最为显著，为 2.517。 

文化服务的总供给量由 2000 年的 4.470×108减少至 2015 年的 4.279×108。如图 2 所示，长三角城市群文化服务供给量具

有较明显的分异性，总体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其中，文化服务供给量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长三角城市群南部山区，最高值位

于淳安县，2000 年和 2015 年淳安县文化服务平均供给量分别为 9.159 和 9.106。文化服务供给量低值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城市

群社会经济发达地区，如常州市区和上海市区，常州市区 2000年和 2005年文化服务供给量平均值分别为 0.788 和 0.273。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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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林地与水体覆盖率高，因此具有较高的文化服务功能，而经济发达地区以城市用地为主，林地和水体较少，文化服务功能较

低。2000—2005 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服务平均供给量小于 2的县域由 17 个增加至 29 个，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城

市群北部地区。 

 

图 2 2000—2015 年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空间分布 

3.1.2 生态系统服务需求 

总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供给服务的总需求量由 2000 年的 0.567×108增加到 2015 年的 0.701×108。如图 3 所示，长三角

城市群供给服务需求空间格局基本稳定，单位面积供给服务需求量呈现北高南低的格局，长三角城市群北部为主要的供给服务

需求区，2000 年和 2015 年最高值分别为 14.116 和 14.123，位于上海市区，最低值分别为 0.249 和 0.297，位于淳安县。长三

角城市群的上海、苏州、常州、南京等区域的供给服务需求量较高。从时间变化上看，苏州、上海、南通、常州、无锡、合肥等

长三角中部地区的供给服务需求量增加最为显著，其中苏州市区的单位面积需求增加量最大，为 4.219。 

2000—2015 年，长三角城市群调节服务需求分布格局与供给服务需求基本一致，但需求总量呈上升趋势，由 2000 年的

1.403×108上升到 2015 年的 1.584×108。长三角城市群内部调节服务需求的空间差异较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中部为调节服务

需求量的高值区，其中，2000年和 2015 年单位面积需求最高值分别位于上海市区和常州市区，而单位面积需求最低值位于淳安

县。 

长三角城市群文化服务需求总量呈现快速上升趋势，由 2000 年的 0.568×108增加至 2015 年的 2.899×108。上海、常州、

扬州等地区是主要的文化服务需求区（图 3），而需求低值区主要集中在淳安、石台、磐安等地区。从时间变化上看，各县域的

文化服务需求量均有所增加。但不同区域增加程度不同，增加最快的地区为苏州市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单位面积需求量分别增加

了 1.536 和 1.345。 

3.2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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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4所示，长三角城市群内部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分配具有一定的不均衡性，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的状况同时存在。从供

需匹配度的空间分布可见，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度在长三角城市群内呈现北低南高的特点。长三角城市群北部多个地区

供需匹配度均在 0 以下，表明该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存在不匹配状况。供需匹配度小于-0.5 的供需严重不匹配区域呈逐年扩

张趋势，数量由 2000年的 9个增加至2015年的 25个，且主要集中在上海、苏南、杭州湾等社会经济水平较高的区域，生态系

统服务供需平衡面临着紧张失调的风险。一方面，这类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张较为显著，农田和生

态用地在城市快速扩张进程中被大量占用，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量相应缩小；另一方面，产业的发展和当地居民对于良好人居环

境的需求导致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量不断上升，造成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严重不匹配。 

 

图 3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需求空间分布 

供需匹配度大于 2.0 的地区集中在皖南、浙西、浙南地区，该地区生态资源丰富，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并且

设有较大规模的生态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较为充足。2000—2015 年，各个地区的供需匹配度均呈下降趋势，供需匹配

状况趋于恶化。其中淳安和磐安的供需匹配度减少最为显著，分别为 4.494 和 3.216。尽管处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盈余地区，但

是该类地区的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导致生态系统服务需求不断增加，而生态本底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受到扰动较大，从而导致供需

匹配度发生了显著降低。 

基于供需匹配度，利用 Moran’sI 指数和 LISA进行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的全局和局部自相关分析。2000 年

和 2015 年 Moran’sI 指数分别为 0.565 和 0.551。全局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 15年间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度存在显著

的空间正向关系，空间集聚显著。从时间变化上看，2015 年 Moran’sI 指数有所降低，说明长三角城市群供需匹配关系的空间

集聚性有所减弱。 

如图 5所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度的 LISA分析结果将长三角城市群在空间上划分为了高—高集聚、低—低集聚、低—

高集聚和不显著四种类型区域，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城市群南部，该地区生态本底较好，生态功能完善，人口分布稀

疏，受自然环境限制较大，社会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低—低集聚区主要集中在上海、苏南、杭州湾等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

度较低。2015 年的 LISA 分析结果将金华市区划分为了低—高集聚区，该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量也面临着社会经济、城市用地

和人口等方面的压力，供需关系较为紧张。与此同时，在金华市区周边则多为供需匹配度较高的区域。从时间变化上看，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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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低—低集聚区的数量由 27个增加至 45个，而高—高集聚区的数量则从 27 个减少至 17个，数量上的变化说明长三角

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关系区域恶化，生态风险在不断加大。 

 

图 4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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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长三角城市群供需匹配度局部自相关图 

3.3 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影响因素分析 

为减少自变量存在共线性引起的 GWR结果产生误差，需对自变量进行共线性诊断，并剔除存在共线性的自变量。本文利用方

差膨胀系数（VIF）与显著性 P检验来判定各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共线性。通过判断，将 VIF 大于 7.5 的因素（坡度、林地比例）

排除在外，最终确定平均气温、降雨量、建设用地比例、耕地比例、单位面积GDP 和人口密度作为 GWR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进行影

响因子分析。 

 

图 6影响因子地理加权回归系数空间分布图 

通过全局和局部自相关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关系呈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表明以普通的线性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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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二乘法对供需匹配关系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可能会产生偏差。为了验证该假设，本研究分别利用 OLS 模型和 GWR 模型探究

供需匹配关系空间分布的影响效应。通过对比两种模型的运行结果，GWR 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R2）相较OLS 模型均有显著提

高，AIC值有明显降低，表明 GWR 模型表现优于 OLS 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各因子对供需匹配关系空间分布的影响。相较于影响

因子的全局作用分析，揭示关键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的空间异质性对于生态系统管理与区域协调发展更具有显著指导意义。为此，

本研究借助 GWR 模型深入剖析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影响机制。不同影响因子回归系数的统计结果表明，影响因

子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度的作用关系具有空间非平稳性，可以此来揭示各因子在不同空间位置上对供需关系影响程度的差

异性。 

如图 6 所示，各影响因子的空间分布具有局部性和非均匀性，表明同一因子对不同空间位置处的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

影响程度不同，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平稳性。通过年平均气温地理加权回归系数分析结果（图 6）可见，气温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

匹配关系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从影响分析来看，其 2000 年的回归系数介于-11.219～5.612 之间，2015 年的回归系

数介于-9.717～6.523 之间，表明气温对供需匹配度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同时存在。空间分布上，苏中、皖南和浙江大部分区域的

供需匹配度与平均气温呈现负相关，表明气温的上升会使供需关系趋于紧张，而在苏南地区，平均气温与供需匹配度呈正相关，

该地区平均气温的升高会缓解供需关系紧张局面。 

降雨量的回归系数均大于 0，表明降雨量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具有正效应，降雨量的增加会提升供需匹配度，改善生态

系统服务供需紧张的局面。空间分布上，回归系数高值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城市群西部，总体上自西到东逐渐降低，表明降雨对

长三角城市群西部地区影响较强，对东部地区影响较弱。时间变化上，回归系数较大区域在逐步缩小，降雨量对供需匹配关系的

作用力在逐步减弱。 

通过对建设用地比例回归结果分析发现，建设用地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整体均为负效应，建设用地比例越高，生态系统

服务供需匹配度越低。GWR 分析结果表明，建设用地比例回归系数绝对值由南到北递减，具有显著的梯度效应，即建设用地比例

对供需匹配度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建设用地比例的增加对皖南、浙南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影响最大，对江苏、皖中地

区影响较弱。从时间变化上看，回归系数在-5.0 以上的区域不断扩大，而在-20.0以下的区域不断缩小，表明建设用地对供需匹

配度的影响程度在逐渐减弱。 

耕地比例的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格局表明，耕地比例对供需匹配度的作用关系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在长三角城市群的大

部分地区，耕地比例对匹配度具有负效应，耕地的增加虽然会提高粮食产量，但是以占用生态用地为代价，导致调节服务供给能

力下降，从而使供需匹配度降低。耕地比例对供需匹配度的正效应主要集中在上海和苏南地区，在2015 年，正效应范围扩展至

苏中和皖中地区，该类地区的城镇化速度较快，城市用地扩展显著，占用大量的耕地，导致供给服务功能的下降，从而引发供需

关系的失衡。 

从分析结果可见，对比 GDP、人口密度和建设用地比例的回归系数分布格局，可发现这 3种影响因子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

匹配关系的影响是相似的，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回归系数的分布格局保持稳定。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单位面积GDP 和

人口密度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度均呈现出负效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会造成生态系统服务需求量的激增，另外，对自然生

态系统不断施加压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退化，也会引起供需关系恶化。空间分布上，长三角城市群南部 GDP、人口密度和

建设用地比例影响因子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北部地区。长三角南部山区是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区，植被覆盖率高，经济社会发

展会占用生态用地，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扰动要大于北部以耕地占用为主的发展方式，因此，相较于北方，社会经济发展对南

部供需匹配度的影响力更显著。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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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采用 2000 年和 2015 年的多源数据，结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矩阵和 ArcGIS软件定量测度供

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三类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需求及其供需匹配度，在OLS 模型支持下筛选出影响长三角城市群生态

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关系的主要影响因素，采用 GWR 模型揭示其在时空尺度上对供需匹配关系的影响程度与作用机制，主要结论

如下： 

(1)2000—2015 年，长三角城市群的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在总量上均表现出供大于求的状态。在空间分布上，长

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存在较显著的区域分异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生态系统服务总供给量呈现持续减

少趋势，而总需求量在不断上升。 

(2）基于县域尺度的供需匹配度指数分析结果表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匹配度在长三角城市群内呈现北低南高的特点，供需

赤字区域主要集中在上海、苏南、杭州湾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且在 2000—2015 年，供需赤字区域呈扩展趋势。供需

盈余地区主要集中在皖南、浙西和浙南等生态资源丰富地区。 

(3)2000 年和 2015 年的 Moran’sI 指数分别为 0.565 和 0.551，长三角城市群供需匹配关系空间集聚性有所减弱，供需匹

配度的空间集聚类型主要有两种，分别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城市群南部，低—低集聚区

主要集中在上海、苏南、杭州湾等地，2000—2015 年，低—低集聚区范围呈现不断扩张趋势，而高—高集聚区则表现为缩小趋

势。 

(4）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关键影响因子为平均气温、年降雨量、建设用地比例、农田比例、单位面积 GDP和

人口密度。降雨量呈现较明显的正相关作用特征，建设用地比例、单位面积 GDP和人口密度表现为显著的负相关作用特征，年平

均气温和耕地比例对供需匹配关系的正效应和负效应同时存在。在驱动强度特征中，各影响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影

响在空间上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降雨量作用强度自西向东逐渐减弱，建设用地比例、单位面积GDP 和人口密度对长三角城市群

南部供需匹配度的影响力更为显著。 

4.2 讨论 

由于人类活动不断加剧，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已成为影响人类福祉的重要因素[6,19]，

本研究可为城市群的生态系统管理与国土空间规划提供参考依据。长三角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与京津冀以及珠三角城

市群类似[27,28]。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口密度大、城市中心建设用地需求增加导致生态系统服务需求增加；另一方面，生

态系统服务的供给能力在不断削弱，城市群外围生态屏障和生态保护重点区域是整个城市群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核心区域，但

其需求相对较低，因此，表现为供需盈余状态。相关研究表明，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等多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影响生态系统服

务的供给和需求[29]。本文通过GWR 模型，揭示相关驱动因素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各主要驱动因素在不

同区域的作用方向和程度呈现异质性特征，可为区域差异化生态管理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30,31]。 

长三角城市群中生态系统服务赤字区域具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且城市扩张迅速等特点，区域自然生态本底提供的生态系

统服务严重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与当地居民需求，同时，在该地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供需矛盾不断激化。针对该类型的地

区，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要按照生态红线对现有生态空间存量进行严格保护，合理开展生态空间的规划与修复；在城市内部，

可通过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内部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另一方面，推进土地集约利用，采用向“土地存量”要“发展

增量”的发展策略，从而降低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水平，缓解供需紧张的局面。长三角城市群中生态系统服务盈余地区主要集中在

长三角城市群南部山区，该地区是长三角城市群主要生态屏障，生态系统结构完整，供给水平较高，但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较

低。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依托自然保护区合理划定生态红线，适当引入绿色产业，建立健全生态安全监测与预警机制，

严格把控城市发展规模，降低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本底的侵扰。针对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基本匹配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应保持良

好的自然生态本底，结合当地自然资源承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通过合理的发展空间与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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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规划使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水平保持稳定。 

目前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生态系统服务可以在不同的时空尺度上产生
[32]

，而不同尺度生态本底及社会经济条件的

差异则会造成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的类型、能力水平、空间特征等多方面的差异性，本文从县域尺度出发研究生态系统服务

供需关系，在后续研究中可针对多重尺度开展供需关系的研究，揭示其尺度效应与尺度异质性，有助于制定出更有针对性和可实

施性的区域生态系统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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